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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论证表明：（１）“中等收入陷阱”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是
相容的，因此，它是一个可以借助来分析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现象的有用概念；（２）大量国家的经验也
证实，的确存在着在统计上的显著性，验证了在中等收入的特定阶段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表现出
减速甚至增长停滞的趋势；（３）从人口转变、资源禀赋变化以及增长方式等一系列经济发展阶段特
征看，中国正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严峻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国际经验和教训，从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入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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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鉴于把东亚视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这样一

个判断，世界银行每隔４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
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
期的问题与挑战。２００７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
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
卡拉斯等，２００８）。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
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
慢”（第５页）。
从那以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广为经济学

界所讨论，被运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
济体的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
一个参照点（王庆等，２００９；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霍米·卡拉斯，２０１１）。而这个概念对于中国
的针对性，因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
界银行合作开展的一项旨在寻求中国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之路的研究，而更加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不赞成使用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概念的观点。虽然尚未发现系统论述的文献，
但是，仍然可以对这类观点进行归纳，即大致有以下
几个论点。其一是认为“陷阱”这个用语不恰当，因
为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人为下套，一个经济体怎
么会被人为地设下陷阱呢？其二是认为并无现成的

经济理论，可以像贫困陷阱或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那
样，符合逻辑地刻画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现象。其
三是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经验依据。有人指出，
在新世纪的过去十余年中，并不存在中等收入国家
增长绩效明显逊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情

况。其四是质疑这个概念对中国的针对性：是否中
等收入陷阱最恰当地描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否
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
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
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提出来，以便推动更加深入
的研究和讨论。出于这个理由，本文对中等收入陷
阱概念持肯定的态度，并主张把研究真正推向深入。
本文拟从回顾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文献入

手，首先论证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可以被纳入已有的
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或者具备形成特有的理论框
架的条件。同时，介绍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
验研究和统计证据，尝试概括相关的特征化事实。
最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讨论中等收入陷
阱概念对于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借鉴意义。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

其实，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从来被广泛用
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即超乎比较静
态，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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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
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
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
水平上面。例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
展关系的悲观观点，就被概念化为“马尔萨斯陷阱”
或“马尔萨斯均衡”。这种范式与多玛－哈罗德式的
增长模型相结合，则是由纳尔森所描述，并将其概念
化为一种发展理论的欠发达国家所特有的“低水平
均衡陷阱”现象（速水佑次郎等，２００９）。此外，不仅
绝对贫困状态是一种均衡陷阱，经济史学家还针对
李约瑟之谜，提出了尝试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高水
平均衡陷阱”假说。可见，均衡陷阱在发展经济学中
的使用是历史悠久的，也是有特定的逻辑含义的。
不仅如此，这个概念也有助于从理论引申出政

策含义。基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设，发展经济学
形成了诸如“临界最小努力”、“大推动”等解释性理
论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又如，舒尔茨（１９９９）把发
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农业也看作是一种均衡状

态，并得出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以打破均衡，改造传统
农业的政策建议。
不过，上述与均衡状态分析相关的发展经济学

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融合在主流的增
长理论之中。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是
把经济增长新古典式分析与建立在上述假说基础上

的传统发展事实相割裂。然而，Ｈａｎｓｅｎ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２）尝试把马尔萨斯式的均衡状态与索洛式的新
古典状态融为一体，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分
析。他们也观察到存在着一个从“马尔萨斯”到“索
洛”的过渡阶段。按照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过
渡阶段定义为一个富有特征的经济发展时期。事实
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就是马尔萨斯贫困陷阱
到索洛新古典增长之间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发展中
国家广泛存在。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增长摆脱了“收
入提高导致人口增长，继而又把收入水平拉回到生
存水平”的贫困恶性循环，进入到随着现代经济增长
部门不断吸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逐渐
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蝉蜕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性质，
进而具有新古典增长特征的阶段。
更加具有特征性和易识别性的发展阶段划分，

是青木昌彦（２０１１）把东亚式的经济发展划分为马尔
萨斯式的贫困陷阱阶段（Ｍ 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
展阶段（Ｇ阶段）、库兹涅茨式的通过结构变迁实现
发展的阶段（Ｋ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Ｈ
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ＰＤ阶段）。他也承认，库

兹涅茨发展阶段也完全可以称为刘易斯发展阶段，
或者干脆称其为“库兹涅茨－刘易斯阶段”。
上述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其含义在于揭示出

一个事实，即每一个阶段向下一个相继阶段的转变，
都意味着一个跨越。换句话说，摆脱贫困陷阱固然
是一个重要的跨越，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或

Ｋ阶段向 Ｈ阶段进而ＰＤ阶段的过渡，同样是重要
的跨越。如果后一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
经济体滞留其间，长期不得突破，且这种现象普遍到
在统计上也具有显著性，并且其中蕴含了足够重要
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从逻辑上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
念就完全可以成立。
人们业已观察到的一些特征化事实，已经帮助

经济学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雏形，用以将中等收入
陷阱概念化。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２００７）比较全
球化前后各国经济增长表现时发现，在全球化时期，
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增长率，呈现 Ｕ
字形状。这项研究的解释是，富裕国家劳动者具有
更高技术和技能，在全球化调整中管理性岗位增加
更快，而贫穷国家虽然不具备这种技能优势，却能增
加非熟练就业岗位，而处于中间的国家则两类劳动
力优势都不甚明显。Ｇ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４）则更加明确地
解释道：当富裕国家因技术进步加快而变得越来越
富有，最穷的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甚至增长更快的同
时，处于中间的国家则踯躅不前。
这实际上就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

一般性理论解释，即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
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而处于经
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
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
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
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
对少。虽然不尽准确，但是，我们将其概括为“比较
优势真空论”，或许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
这种尴尬处境。
此外，根据经济增长条件趋同假说（Ｂａｒｒｏ　＆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５），经济增长表现有赖于诸多
条件或因素，如投资率、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职能、基
础设施状况、体制和政策环境等等。即在人均收入
水平较低的初始阶段上，这些增长条件的改善，推动
了经济增长的趋同。然而，这些增长因素的积累或
改善同样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性质，在“低垂的果
子”已经被摘完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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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足够强大了，除非完成了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
主要驱动力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这种
假设通常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已经进入到高收入国

家的行列。所以，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在从
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阶段上，必须采取与以往
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印德尔米特·吉尔、霍
米·卡拉斯等，２００８）。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

依据世界银行近年来的分组标准，按照类似于
市场汇率的“地图法”计算，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９７５
美元以下的经济体被列入低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
入在９７６美元至３８５５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
组，在３８５６美元至１１９０５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
入组，超过１１９０６美元则被列入高收入组国家的行
列。当然，这个划分标准是动态的。按照类似这样
的动态标准观察，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
家行列之后，经过足够的长时期增长，却未能毕业而
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撇开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的

话，实际上，按照这个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迄
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的经济体，显
而易见的似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
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而那些曾经与欧洲国家处于
同等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较早就跻身中
等收入行列的亚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为高收入国
家的一员。即使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一度越过
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组的交界线，却终究回归到中
等收入水平上。
由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资源动员能力的不

断增强，世界范围的产出增长边界也在不断扩大，因
此，使用相对的而不是绝对人均收入水平来进行分
组，特别是观察作为一种徘徊现象的中等收入陷阱，
似乎更加有说服力。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 Ｗｏｏ（２０１１）采
用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购买力平价法，估算各国人
均ＧＤＰ并构造了作为美国水平百分比的赶超指数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Ｉｎｄｅｘ或简写为 ＣＵＩ）。用这种方法，
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具体来说，他们把ＣＵＩ大于５５％的国家定义为

高收入国家，ＣＵＩ在２０％～５５％之间的为中等收入
国家，ＣＵＩ小于２０％的为低收入国家。在进行比较
的１３２个国家中，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１９６０年
有３２个，２００８年有２４个。观察这个组别的变化特
点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有大约一半的可能性滞留在

中等收入陷阱；而在发生了组际流动的情况下，向下
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的流动；虽然也发生了其他
组别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情形，但是，从低收入组晋
升的数量是从高收入组降级数量的２倍。
一些研究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

成，如归纳各国数据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上，一个
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因此，
关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上减速的研究，也可
以印证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存在。
类似的一项研究来自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

司的经济学家（王庆等，２００９）。他们通过观察世界
经济史发现，在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一个
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减速。而这个减速
的拐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 ＧＤＰ达到

７０００美元时。这些作者从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
究中发现，过去１００年间有４０个经济体达到７０００
美元这个人均ＧＤＰ拐点，其中３１个经济体在拐点
之后平均减速２．８个百分点。
另外一项研究在数据分析上进行得更加深入一

些，由艾辰格林等几位学者所完成（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这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是高
速增长的经济在何时，即怎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减
速。他们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

２００５年美元计算，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７０００美元时，高
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一般来说经济
增长速度降低的幅度为２个百分点的年均ＧＤＰ增
长率。
也有研究尝试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不存

在的概念。投行经济学家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１）选择了

１０个人均收入在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美元之间“中等收入
国家”和１０个人均收入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之间的
“低收入国家”，比较两者的长期经济表现。他的发
现可以概括为：（１）“中等收入国家”虽然在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期间的确遭遇了增长徘徊或停滞，但是，在
本世纪前１０年中则表现良好；（２）“低收入国家”并
没有表现出超乎其中等收入对手的经济增长；第三，
两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一样。由此，该作者得
出的结论则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正如下面所要说明的，这个数据展示并不足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作者选取的两组国家，与我们常识中对于

收入分组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在他的“中等收入
国家”中，既包括了原计划经济国家，也包括依靠石
油资源的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囊括了所有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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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的金砖国家。总体而言，这些国家是中等收
入国家中处于最高排位的国家。而他的“低收入国
家”几乎全部是我们所关心的已经陷入或者存在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国家。
其次，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历史概念，并不必然

与今天的经济表现直接挂钩。本世纪之前，那些撞
墙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啻就是经历了中等收入陷阱。
即使其中一些国家在过去１０年中表现优异，也并不
意味着这些国家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的

增长模式的转变。我们还很难说，那些得益于中国
经济增长的强大需求，而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和初级
产业发展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可以有足够的增长
可持续性，以致长驱直入而成为高收入国家。不要
忘了，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个国家曾经短
暂地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这
个超稳定均衡的力量，终究将其拉将回来。①

第三，中等收入陷阱范式并不假定绝对趋同，因
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表现没有明显超出
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手，也并无不合逻辑之处，反
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之一。我们使用这个中等
收入陷阱的概念，无非且恰恰是说，正如摆脱贫困需
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一样，进入富裕国家行列也
面临着一个打破中等收入均衡陷阱的严峻任务。

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含义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２位的同
时，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３８２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
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许多作者采用
的麦迪森标准，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
过了７０００美元这个减速点。如果保持９％的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２０１５年的中国就符合了更高口径的减
速点即１７０００美元的条件。由于存在诸多经济增长
中的隐患和不可持续因素，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警告届时中国将有７０％的可能性遵循这个减
速规律。虽然正如有些投资经济学家的评论，这个

７０％的减速２个百分点的概率———即１．４个百分
点，对于一个长期保持９％～１０％的增长率的经济
来说，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担忧。
人口老龄化也被看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
总量增长速度减慢及至绝对数量的减少，劳动年龄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不再提高，继而下降。相应地，
经济增长开始丧失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人

口红利。１９９０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６５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１１．９％，不久之后人口
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就迅
速提高了。大约就在人口结构发生这样变化的同
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
始直到停滞（图１）。２０１０年中国６５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为８．９％，也已经十分接近于日本于

１９９０年经济增长减速的老龄化水平了。在大约与
“十二五”时期重合的几年内，中国就将像日本一样，
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

　　 图１　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与增长减速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ＧＤＰ增长率来自世界

银行和Ｔａｋｅｏ　Ｈｏｓｈｉ　＆ Ａｎｉｌ　Ｋａｓｈｙａｐ，Ｗｈｙ　ｄｉｄ　Ｊａｐａｎ　ｓｔｏｐ

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ＮＩＲ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ｒａ．ｏｒ．ｊｐ／ｐｄｆ／

１００２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２０１１．

经济史显示的经验终究是一种概率现象，对未
来的预测毕竟不是现实。前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
景的预测，既没有断言中国经济必然发生最悲观的
情景，也不意味着在其存在乐观情景的条件下，我们
尽可以放宽心了。实际上，以“平均数”为外衣的国
际经验，往往掩盖了许多特殊的情景与原因。为了
及时进入未雨绸缪的状态，以便避免最坏的结果，需
要以史为鉴，探寻如何避免不正常减速的途径。还
以日本为例的话，我们不是要看她是否后来的速度
不如从前了，而是要探寻为什么在不可避免的减速
之后，未能实现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增长速度。
从经济增长模式角度来看，中国也恰好被嵌入

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之中。如果我们借用 Ｈａｎｓｅｎ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２）的分析框架，并在马尔萨斯增长
阶段和索洛增长阶段之间加入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

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
少、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化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
持续上涨，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向
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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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工荒恰恰就是从２００４年广为人们所知，
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
动者工资，自２００４年开始，一反此前十数年徘徊不
前的局面，持续上涨至今，因此，如果一定要指出一
个年份，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话，我愿意把２００４年
作为这个标志性的时间点。紧接着，我们将迎来又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预测，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２０１３年前后停止下降，并随后
迅速提高。这意味着，支撑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中国
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将发生重大的转

折。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增长可持
续性难题便悄然而至。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逐渐弱化中国在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一
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提高２０％，对那些竞
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
同，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２０％～６５％不等（李
慧勇、孟祥娟，２０１０年）。这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
业从沿海地区的外迁。一个方向是劳动力成本尚低
的发展中邻国，如印度、越南等国家。另一个方向是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全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显示，东
部地区在全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已
经从２００４年的８８．９％下降为２００８年的８４．７％，平
均每年下降超过１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要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

全面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尚有较长的路
要走。例如，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和中
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２０１０，第４２０页）的
数据，Ｒ＆Ｄ投入占 ＧＤＰ比率，中国只相当于发达
国家的５６％和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１％；每万人拥有

Ｒ＆Ｄ人员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２３％和世界平
均水平的７７％；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数，只相当于
发达国家的１５％和世界平均水平的７６％。而从教
育水平上看，３０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只
相当于美国的６５％和日本的６７％。
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

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
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此外，
中国靠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获得了高速增长
的良好机遇，而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将会面对更大
的难度。这些都是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典型挑
战。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这
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吸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
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结语

由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可以在经济学分

析框架内加以解释的，有丰富且显著的经济发展经
验予以验证，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其形成并引起学术界和政策
制定者的关注是有意义的。图２展示了完成向高收
入经济体过渡的完整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打破
贫困均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继而进入高水平经济
增长稳态所需完成的转型任务。由此，我们还可以
观察中等收入陷阱在整个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

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图２　经济增长的转折点与突破战略

在完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经济体最初面
对的是作为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人均产出的增长
会立即被人口的增加所抵消，人均收入水平被人口
的增长摊薄，生活水平充其量维持在生存状态，难以
形成足够的储蓄，即使有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
步，也不能完成打破均衡陷阱的“临界最小努力”。
直到发生革命性的技术和制度突破，如工业革命成
果的应用和市场规模扩大使这种新技术变得有利可

图（Ｈａｎｓｅｎ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２），这种均衡状态才被
打破。
对于大多数相对于欧美而言的后起国家，随后

的经济增长便是在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下进行的，这
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仅本身就是有益的生产
要素积累，人口红利还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
形成。而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城乡迁移的
经济结构调整，也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提高了
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二元经济发
展具备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这一过程终结
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
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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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
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基础，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农
业向非农产业转变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转向依
靠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旦实现
了这个转变，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建立在创新的基
础上，从而具有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本文
所引述过的许多理论模型和政策建议，各自都对中
国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首先，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紧迫性。Ｈａｎ－

ｓｅｎ和Ｐｒｅｓｃｏｔｔ倡导的索洛式新古典增长模式，强
调了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
续性的不二源泉。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２０１０）证
明，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
因对采用新技术的或促进或阻碍的制度因素不同，
而导致的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前引Ｅｉｃ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等的研究也发现，典型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
停滞，可以解释８５％的减速原因。而日本经济停滞
的原因，也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佳（Ｈａ－
ｙａｓｈｉ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２）。
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意

义。青木昌彦（Ａｏｋｉ，２０１１）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
库兹涅茨－刘易斯阶段，正在向以人力资本积累为
中心的 Ｈ阶段过渡，而日本和韩国之所以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也正是因为在
这个阶段性转变上取得了成功。此外，人力资本也
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如高路易（Ｋｕｉｊｓ，

２０１０）的研究表明，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期间，全要素生产
率的年增长率约为３％～３．５％，其中约０．５个百分
点来自于人力资本改善。而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Ｚｈａｏ，２０１０）则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
起到了抵消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效果。
最后，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更

加艰巨。霍米·卡拉斯（２０１１）列举了从中等收入向
高收入过渡所不可回避的制度变迁，如发展资本市
场、加快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改善城市管理、建设
宜居的城市和形成集聚效应、有效的法治、分权和反
腐败。而且，他还指出，所有这些领域的效果，至少

１０年才能显现出来。日本在１９９０年之后经济停滞
的教训也表明，政府职能的错位，特别是体现在没有

建立起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以便由竞争选择出最有
效率的企业，最终导致了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
停滞。
注：

①虽然采用现价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可以通过类似的方

法，以阿根廷为例来观察这种均衡力量的作用。根据世界

银行数据库，这个国家在１９９７年人均ＧＮＩ一度达到８１４０
美元，但是，随后多年都低于这个水平，其中２００４年的人

均收入只相当于１９９７年的４４％。从那之后阿根廷才重

新加速增长，于２０１０年回归到历史最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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